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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系统不仅深受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影响，同时也是引发这些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厘清食品系统
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对减缓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以及促进食品系统可持续转
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系统性综述，尤其是在该领域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为此，本文系统回顾了近期的相关文献，重点梳理两方面内容：①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对食品系统的
影响；②食品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物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贡献。此外，本
研究还系统梳理了各类减缓与适应策略，涵盖农业生产实践转变及食品供应链转型等方面，强调了当前
亟须对食品系统实施深刻变革，以增强其气候韧性并大幅削减排放。本文不仅对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相互作用的当前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更指明了未来研究方向，旨在推动可持续食品系统研究
的发展与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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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和粮食安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

大挑战[1‒4]。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图 1），对社会、经济

和环境系统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气候变化和

空气污染对全球食品系统构成严峻挑战[5‒6]。气候变化引

发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干旱和洪水等极端事件频发，严重

影响农业生产并对食品供应链造成了冲击[7‒9]。例如，气

温升高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了作物生长周期，导致产量波

动，增加了食品供应的不确定性[9‒11]。气候变化不仅直

接影响生产，还会波及经济、环境、社会及政治系统，进

而对民生、社区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连锁效应[5,12]。

大气中的臭氧（O3）等污染物，通过损害叶片或改变作物

生长环境，进而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13‒14]。此外，

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

通过改变气象条件影响污染物的生成、传输和沉降等过程

[15‒16]；而空气污染通过扰动地球辐射收支进而影响气候

系统[17]。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共同加剧对食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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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食系统是全球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主

要推手[18‒20]。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在于大气中温

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 GHGs）的持续累积。尽管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如电力、工业及交通领

域的化石燃料燃烧）[21]，但农食系统单独贡献了全球约

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19,22]，这凸显了其在应对

气候变化挑战中的关键作用。这些排放主要来自畜牧养

殖、肥料施用、水稻种植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环节，这些过

程会释放大量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和二氧化碳

（CO2）[2,23‒24]。食品系统还对空气污染贡献显著，其

在生产、加工、运输、分销和消费等环节的排放量[18]，

占全球空气污染物总排放量的10%～90%（具体取决于污

染物类型）[3]。例如，2018年，食品系统贡献了全球总

氮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87% 以氨气（NH3）形式排

放]，以及高达35%的细颗粒物（PM2.5）排放，导致了约

22.4%的与空气污染相关的过早死亡[3]。这些数据充分揭

示：亟须削减农食系统排放量，以缓解其对气候变化的负

面影响并改善空气质量。然而，当前该领域的减排进展仍

显著滞后于需求[5,18]。

在此背景下，未来粮食需求的增长预计将进一步推动

农食系统的排放[18]。若维持当前趋势，全球食品系统的

温室气体排放或将威胁 1.5 ℃/2 ℃温控目标的实现

[18,25]。研究表明，仅全球食品消费的碳足迹就足以驱动

近1 ℃的温升，其中75%的升温效应源自富含CH4排放的

食品（如反刍动物肉类、乳制品及水稻）[4,19‒20]。尽管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排放强度，但国际

贸易的复杂性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挑战[19,25]。若不能

加速重构农食系统的生产消费模式，其持续排放或将加剧

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从而威胁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生

态系统的安全[3,5,18‒19]。

应对这些挑战亟需多方面深度变革。联合国粮农组织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2022—

2031 年战略框架》明确指出：将农食系统转型为增效、

普惠、强韧、永续的新型体系，是纾解气候危机负面效应

与削弱系统自身气候足迹的关键路径[26]。首要策略在于

推动农业生产范式转型、普及可持续生产实践，通过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损害，促进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27‒29]。次要路径需着力提升食品供应链资源效能、减

少食品浪费并倡导绿色消费模式，协同强化气候治理成效

[30‒32]。

在推进减排的同时，适应性战略亦不可或缺。为增强

农食系统气候韧度，亟须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水资源

管理能力、培育抗逆作物品种并普及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

[33‒38]。此举将显著提升农业系统应对极端气候及长期

环境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亟须构建并实施高效的政策

法规体系。通过政策推动农食系统减排，并提升其气候适

应能力[39‒40]。通过减缓气候变化与改善空气质量的协

同增效，相关政策将在农食系统内催生协同效应，加速可

持续转型进程[41]。

针对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相互作用的研究

迅猛增长，相关文献大量涌现[3,6,19,42‒44]。然而，大多

数研究[3,6,45]聚焦于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或空气污染单

方面的关联，缺乏对三者相互作用的全面综述。此外，现

有研究对适应与减缓策略的综合考量有限[5,33]。因此，

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总结现有研究，重点关注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与食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食品系统在气

候环境变化减缓与适应方面的策略。通过系统梳理，本文

可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当前研究现状，识别关键科学问

题和研究重点，提升未来研究的针对性和成效。

本文回顾了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三者间的

复杂互作关系，重点关注两大方面：一是气候变化与空气

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二是农食系统温室气体与空气污

染物的排放，及其对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贡献。此外，

文中还梳理了在气候环境挑战下契合粮食安全目标的减缓

与适应措施，并探讨了可持续食品系统的发展策略及其面

临的主要挑战，最终为食品系统可持续转型提供了未来研

究方向与展望。

2.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食品系统的影响

人口增长与消除饥饿的紧迫目标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

巨大压力[2]。作为食品主要来源，农业生产深受气候变化

与空气污染共同作用的影响（图2）。气候变化通过多种机

制影响农业生产，包括气温上升、大气CO2浓度升高、水

资源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如湿度、极端事件和气候振荡）

的改变。与此同时，空气污染对全球和区域的农业生产造

成威胁。对流层臭氧（O3）通过气孔进入叶片，诱发氧化

胁迫，导致作物减产。除此之外，大气气溶胶通过不同机

制对作物产量产生复杂影响：一方面减少到达地表的太阳

辐射通量（抑制光合作用）；另一方面增加散射辐射比例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46‒47]。除了作为人类饮食主要能

量来源的主粮作物外，水果和坚果等多年生作物也日益受

到关注，这主要因为它们具有高营养价值、高种植成本，

面对未来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冲击时可能较为脆弱

[48‒49]。

当前研究[50‒54]采用多种方法评估了气候变化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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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但结果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

主流评估方法包括田间控制试验、经验统计模型及基于过

程的作物模型。田间试验可调控作物生长相关的关键环境

因子，但其结论通常受限于特定地域与时段。随着技术进

步，经验统计模型和基于过程的作物模型应用日益广泛。

经验统计模型通过建立作物产量与环境因子间的经验性函

数关系进行评估，但其高度依赖历史数据的特性，限制了

模型的外推能力。基于过程的作物模型可动态模拟变化环

境下的作物生长过程，但其模拟结果受生理过程机理及参

数化方案不确定性的影响，误差幅度可能超过 50% [55]。

为降低模型不确定性，全球网格化作物模型比较计划

（GGCMI）通过集成多模型模拟，优化关键因子（如CO2

浓度、温度、水分、氮素）对区域及全球尺度作物产量影

响的评估结果[56]。本节系统阐述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首先介绍二者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与评估

方法，然后剖析两大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及联合影响。

2.1.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1. 温度

人类活动已导致显著的全球变暖，而环境温度升高会

改变作物的关键生理过程，并影响其生长和产量形成[6]。

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2011—2020年全球地

表温度较 1850—1900年升高约 1.09 ℃，其中陆地升温幅

度达1.59 ℃ [57]。研究预测，这一升温趋势将至少持续至

21世纪中叶，甚至可能在21世纪末超过2 ℃的温控目标。

多模型集合结果表明，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框架

下，全球气候在中期至远期将普遍变暖。随着升温幅度加

大，其负面影响波及的地区范围也将显著扩大[57]。因此，

全球变暖将波及更广泛区域的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活动，

并对相关疾病虫害的传播风险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升温通常会改变主粮作物的物候期。多项

研究[58‒60]显示，升温通常会缩短小麦、水稻、玉米和

大豆等主要作物的关键生长阶段。生育期缩短可能发生在

营养生长期（叶片和茎干发育的时期）、生殖生长期（对

最终作物产量至关重要的时期）或两者同时发生[60]。综

合作物模型、统计回归方法及田间增温实验的结果表明：

在全球范围内，地表平均温度每升高1 ℃，小麦产量将减

少6.0%，水稻减少3.2%，玉米减少7.4%，大豆减少3.1%

（不考虑CO2施肥效应）[61]。此外，基于最新作物和气

候模型集合的一项研究[62]表明，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

主粮供应危机可能比预期更早到来，其主要驱动因素正是

气温的持续上升。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和基线温度的不同，升温对各地

图1. 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蓝色框）通过复杂作用影响食品系统（黄色框）。反过来，食品系统通

过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减少食品系统排放的减缓措施和增强食品系统韧性的适应措施（绿色框）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和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图2.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作物产量的影响。CO2通过施肥效应促进作

物产量增长，而O3则通过引发氧化损伤导致作物减产。气温变化的影响

因地区而异，平均降水和极端降水事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同时，气溶

胶通过改变辐射收支影响光合作用，进而对作物产量产生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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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先前的荟萃分析和

作物产量模拟评估，在年平均温度低于 10 ℃的地区，升

温对主要作物产量的影响通常为正；但当平均温度超过

15 ℃时，这种效应可能转为负面，超过20 ℃后负面影响

更为严重[63]。在非洲、中南美洲等热带地区，作物产量

对升温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其减产幅度显著高于温

带地区[64]。相比之下，高纬度地区的农业生产可能因气

温上升展现出一定的增产潜力。全球变暖促使耕地向高纬

度地区扩张，温带区域作物生长季延长，同时缓解了低温

胁迫并减轻了霜冻危害。典型例子包括北欧小麦的增产

[65‒66]及东亚玉米、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提升[67‒69]。同

样，一项基于经验统计方法的研究[49]指出，气候变化近

年来促进了一些国家香蕉产量的提升，这些国家因变暖而

获得了更适宜的种植温度，然而类似增益在未来可能逐渐

消失。

2.1.2. CO2

作为植物生长的关键原料，大气CO2浓度升高可通过

促进光合效率等关键生理过程，提高作物产量。自1750年

以来，人类活动已导致大气中CO2浓度上升了47%，目前

浓度已超过 410 ppm [57]。在不同的未来气候情景下，

CO2浓度可能会继续上升至不同水平。CO2不仅是重要的

温室气体，更是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物质[70]。CO2浓

度升高会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71]，导致植物生长过程中

碳（C）的吸收量增加，最终提高作物产量，这一现象也

被称为CO2施肥效应[72]。

作物产量对CO2施肥效应的响应关系，是气候变化对

粮食安全影响评估的重要不确定性来源[70]。随着实验室

研究和开放式空气CO2浓度增高（FACE）实验数量的增

加，以及基于过程的作物模型对不同CO2浓度下作物生长

和产量影响的模拟，人们对CO2施肥效应的影响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73]。总体而言，CO2施肥效应可提高作物产量，

但具体影响因作物种类而异。由于光合作用途径的差异，

CO2施肥效应对C3作物（如小麦、水稻和大豆）产量的

促进通常比对C4作物（如玉米）更为显著[74]。理论上，

如果到 2050年CO2浓度达到 550 ppm，在恒定的 25 ℃温

度下，与 380 ppm时的水平相比，C3植物的光合作用预

计将增加 38% [75]。在较温暖条件下，C3植物光合作用

的增强可能更为显著[76]。除了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外，

CO2浓度升高还通过提高C3和C4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来

增加作物产量。较高的CO2水平会使气孔导度降低19%～

22% [77]，从而减少蒸腾作用和水分损失，进而提高作物

产量[73]。C4植物从这一机制中获益可能更多[78]。

值得注意的是，CO2浓度升高可能会对作物中多种营

养元素的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包括蛋白质、铁和锌的含量

[9]。这种不利影响在蔬菜和水果中尤为令人担忧，因为

它们是人类膳食营养的重要来源。除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外，未来研究也应关注作物品质的变化，以更全面地了解

CO2施肥效应的影响。

2.1.3. 水资源

水资源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未来气候变化下

其区域变化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为确保作物正常生长，维

持作物水分需求（如蒸腾蒸发）与水分供应（如降水）的

平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雨养农业区[6]。全球气候变化

显著影响降水格局，但当前全球和区域气候模型在模拟和

预估这些变化方面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全球陆地降水明显增加，年际变化率和区域差异

显著[57]。在平均降水对农业的影响方面，经验统计模型

显示，在 1961—2002年间，生长季降水与全球作物产量

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可解释水稻产量 30%的年际波

动，以及大豆产量50%的年际波动[79]。其他研究[80‒81]

也发现了小麦、玉米和大麦存在类似的正相关关系。另一

方面，研究表明一些地区的极端降水、洪水和干旱频率及

强度呈上升趋势，并导致作物大幅减产。需要强调的是，

量化极端事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仍具有挑战性，因其发生

时机、持续时长、强度及频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作物

生长和产量形成，相关机理仍需更深入的研究[82]。

暴雨和洪水会导致土壤积水，降低土壤中的氧气水

平，阻碍植物对养分的吸收，最终抑制植物生长。此外，

过多的水分会导致气孔关闭，破坏光合作用，从而损害作

物产量[83]。田间试验表明，作物对洪涝的敏感性因物种

而异：例如，玉米比小麦更敏感，二者因洪水导致的减产

幅度分别为35%和28% [84]。历史观测显示，亚洲、北美

洲和欧洲的暴雨和洪水事件近年来有所增加。全球水文模

型预测，随着全球的持续变暖，未来将有更多地区更频繁

地面临极端事件，且强度更大，进而威胁未来农业生产。

同样，干旱会使作物气孔关闭，干扰光合作用，进而

降低作物产量。干旱引起的气孔关闭还会提高作物温度，

加速叶片衰老，导致作物歉收[85]。在中等干旱胁迫下，

小麦的抗逆性强于水稻和玉米，三者因干旱导致的减产幅

度分别为20%、25%和38% [86]。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南欧和西非等地区的干旱持续时间明显变长且程度加重。

研究[9,87‒88]还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更多地区将面

临日益频繁和严重的干旱，且影响范围随升温水平的提高

而扩大。此外，近期研究强调了水分在调节作物热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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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键作用[89]。这些研究发现，过去在高温干燥条件

下，由于降水减少和热诱导蒸发增加，玉米和大豆产量下

降更显著。研究同样预测，未来温度-水分耦合将加剧上

述作物的减产，与仅由温度升高导致的影响相比，产量将

进一步下降5% [90]。

2.1.4. 其他气候因素

近地表相对湿度（RH）、极端事件以及气候振荡等气

候因素也可能对未来农业产生影响，并加剧作物产量的年

际波动。一项针对 1980—2016年美国玉米、高粱和大豆

产量的机器学习研究发现，这三种作物都对蒸汽压差增加

（即相对湿度降低）呈负响应，其中玉米最为敏感[91]。

此外，研究表明，相对湿度（RH）而非降水主导着对雨

养作物产量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气候影响的年

际变异[92]。

气候变化可能加剧热带气旋的强度及其最大风速，直

接威胁粮食生产（例如，据估计Nargis气旋使缅甸的作物

产量减少 19%，其影响持续三年）[9]。大尺度气候振荡

也被证实会通过改变季节性温度和降水导致作物产量异常

[93‒94]。1961—201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耕地作物产量

受到至少一种大尺度气候振荡的显著影响[93]。例如，厄

尔尼诺现象通常使全球大豆增产 2.1%～5.4%，而在拉尼

娜年份，全球主要作物的产量普遍低于正常水平[95]。马

登-朱利安振荡（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MJO）根据其

不同位相以及对作物生长环境的影响，在热带地区可能导

致玉米产量增加或减少[96]。此外，主成分分析（PCA）

结果表明，解释美国玉米和冬小麦年产量异常的第一主成

分与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AMO）密切相关[97]。

2.2. 空气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2.1. O3

对流层O3污染是当前最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之一，

其通过氧化作用损伤植物组织，阻碍作物生长并导致减

产，进而严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98]。自工业革命前以

来，地表 O3浓度已显著升高，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00]，这主要与前体物排放的增加有关，同时升温也加

速了 O3 的形成 [99]。在北半球，当前 O3 水平已达到

50 ppb，亚洲地区的O3浓度增长尤为迅速；作为主要粮食

产区，亚洲的粮食安全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101]。

作为一种强氧化剂，O3通过气孔进入植物叶片，氧

化植物组织，损害光合作用等生理功能，最终导致作物产

量和品质下降[102]。在作物生长季，日间O3浓度超过40 

ppb阈值的累积暴露量（AOT40）是评估O3对植物影响的

关键指标，该值越高表明植物暴露于有害O3水平的时间

越长[103]。当前研究已基于各类化学传输模型及O3暴露

指标定量评估了O3造成的全球作物产量损失（表1 [13,104‒

108]）。一项基于约 3000 个空气监测站点数据的研究表

明，O3污染导致中国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分别损失

33%、23%和9% [103]。此外，O3污染也对多年生作物的

产量造成损害。例如，有研究估算，加利福尼亚州因O3

污染造成的产量损失从草莓的2%到葡萄的22%不等[48]。

一项基于作物模型的研究预测，在 O3浓度较高的地区

（如南亚和中国），O3导致的减产将部分抵消CO2施肥效应

带来的增益[109]。

高O3浓度时段往往与高温期重叠，并且其通常正值

植物生长季[13]，从而加剧了区域作物减产。高温不仅能

够促进O3生成，还会加剧植物对O3的吸收。在高温与O3

的双重胁迫下，作物产量损失将更为严重[9]。研究还发

现，不同作物对胁迫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玉米对高温更敏

感，而小麦更易受O3污染胁迫的影响。这些特征凸显了

需根据区域权衡气候减缓策略与空气污染治理措施的有效

性，以更有效地保障粮食安全[98]。

2.2.2. 气溶胶

来自人为源（如化石燃料燃烧和生物质燃烧）和自然

源（如野火）的气溶胶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110]，

而且影响全球农业生产[111]。与O3直接损害作物产量的

作用机制不同，气溶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为复杂。例

如，吸收性气溶胶（如黑碳）会减少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

总辐射（包括直射和散射辐射），从而限制植物进行光合

作用所需的光照，进而降低作物产量[46]。相反，散射性

气溶胶会增加到达地面的太阳散射辐射比例[47]。植物对

散射辐射的光合利用效率通常更高，因而可能提升作物

生产力。

基于GEOS-Chem模拟的研究[114]发现，大气颗粒物

通过散射光线，可在地表形成更均匀高效的辐射分布，从

而促进作物光合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物对散射辐

射变化的响应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在美国中西部农业

区，研究发现北美西部野火产生的烟羽通过太阳辐射的变

化使玉米和大豆的产量略微增加[115]。研究[14]还发现，

2010—2018 年期间，中国颗粒物污染治理实现农作物

净增产 0.5%～1.9%，该增幅超过同期气候变化带来的负

面效应。

2.2.3. 其他污染物

当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O3和气溶胶对农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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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NOx）和二氧化硫（SO2），

不仅直接危害作物，还会间接驱动O3和气溶胶的形成，

进而影响作物产量[116]。一方面，NOx和SO2被认定为植

物毒素，它们会直接改变光合作用过程，扰乱气孔调控，

并导致叶片过早衰老，最终降低作物产量[117‒118]；另

一方面，它们还会促进气溶胶的形成，包括硝酸盐气溶胶

[119]和硫酸盐气溶胶[120]。这些典型散射性气溶胶会进

一步通过减少抵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来影响作物生长。研究

表明SO2暴露对美国玉米和大豆产量具有负面效应[116]。

此外，作为对流层O3的关键前体物，NOx对作物生长和农

业生产的危害更为深远[121]。最近研究[122]表明，若将

中国的NOx水平降低至当前第5百分位，可使冬、夏季作

物产量分别提升约25%和15%。

2.3. 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相互作用及对农业的联合影响

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通过复杂作用相互关联。气候变化

可通过改变气象条件影响污染物的生成、扩散与沉降[15‒16]。

反过来，气溶胶等空气污染物可通过吸收或散射太阳辐射

直接影响辐射强迫，或通过改变云的微物理特性间接影响

气候系统[17]。上述相互作用表明，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

可对区域乃至全球农业生产造成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部分研究评估了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作物产量变化

的相对贡献。在印度，空气污染可能是当地产量损失的主

导因素[46]。在中国，2010—2018年期间颗粒物污染的大

幅度缓解抵消了同期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净

产量增加[14]。然而，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在不考虑CO2

施肥效应的情况下，未来气候变暖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超

过空气污染改善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导致产量下降[14,98]。

多项研究还探讨了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间相互作用对

农业的影响。研究[123]通过区分气候驱动与排放驱动的

污染发现，未来气候变暖可能会提升大多数地区的O3浓

度，使作物产量面临气候惩罚效应。此外，在高温与干旱

的协同作用下，O3导致的产量损失会进一步加剧。在这

种情况下，O3会通过影响脱落酸（调控气孔导度以减少

水分流失的关键激素）的形成来加剧作物产量损失[124]。

反之，定量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物可以通过调节区域气候

间接影响作物产量，甚至在某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占据主导

影响[125‒126]。例如，研究[111]表明，印度上空大气棕

色云中的黑碳和其他气溶胶会吸收太阳辐射，减少到达地

面的辐射量，导致地表冷却和季风降水减少，最终影响区

域作物产量。

表1　O3污染导致的全球作物相对产量损失估计

Time

2000

2006—2010

2008—2010

2010—2012

2030

Models

MOZART-2

TM5

GEOS-Chem

Models provided by the ACCMIP and HTAP2 projects

EMEP MSC-W

MOZART-2

Metrics

AOT40, M7, M12

AOT40, M7, M12

AOT40, W126,

M7, M12

AOT40

AOT40, M7, POD3IAM

AOT40, M7, M12

Crops

Wheat

Maize

Soybean

Wheat

Rice

Maize

Soybean

Wheat

Rice

Maize

Soybean

Asian wheat

Western wheat

Soybean

Wheat

Wheat

Maize

Soybean

Relative yield loss (%)

3.9‒15.4

2.2‒5.5

8.5‒13.9

7.3‒12.3

2.8‒3.7

2.4‒4.1

5.4‒15.6

7.2 ± 7.3

2.6 ± 0.8

3.6 ± 1.1

6.7 ± 4.1

4‒39

0‒27

2‒10

9.4‒13.8

4.0‒17.2

2.5‒6.0

9.5‒14.6

Reference

[13]

[104]

[105]

[106]

[107]

[108]

M7: seasonal 7-h O3 mean concentration during daytime; M12: seasonal 12 h O3 mean concentration during daytime; W126: sum of weighted hourly O3 concentrations 
accumulated during daytime over the three months growing period; POD3IAM: phytotoxic O3 dose above 3 nmol·m−2·s−1, with model adapted for large-scale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ing. MOZART-2: Model for ozone and related chemical tracers, version 2; TM5: tracer model, version 5; GEOS-Chem: global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driven by meteorological input from the Goddard earth observing system (GEOS); ACCMIP: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climate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HTAP2: hemispheric transport of air pollution phase 2; EMEP MSC-W: Europea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me, 
meteorological synthesising centr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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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气候变化如何通过改变空气质量进而影响

作物产量，以及空气污染如何通过改变散射光等气候因子

进而影响作物产量，目前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114]。

未来仍需深入研究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相互作用途径，

并量化其对农业的影响。对这些过程的深入理解对保障未

来粮食安全十分重要，也将为制定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3. 食品生产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影响

除了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影响外，食品系统本

身也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空气污染具有重要贡献。在农

业生产、土地利用以及农场外的各个环节，食品供应链排

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厘清食品系统排放的来

源和驱动因素及其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

的减排策略至关重要。本节系统梳理了农食系统的温室气

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研究现状，并阐明农食系统对气候变

化和空气污染的贡献。

3.1. 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

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多方面来源：农业生产

活动排放、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LULUC）排放，

以及农场外排放等[127]。农业生产活动排放主要包括水

稻种植产生的CH4排放、肥料施用产生的N2O排放、肠道

发酵产生的CH4排放，以及粪便管理产生的CH4和N2O排

放。土地利用变化排放主要包括森林转换为农田过程中释

放的CO2。农场外排放，主要包括食品运输、加工、包

装、零售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以及与食品损失和浪费

（FLW）相关的排放。由于数据获取困难，农场外排放的

量化存在较大挑战，不确定性较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气候变化

与土地的特别报告指出，2007—2016年期间，食品系统

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介于 108 亿～191 亿吨 CO2 当量

（CO2eq）之间，占人为总排放量的 21%～37% [128]。

图 3 [129]展示了 2015年全球农食系统按环节划分的温室

气体排放情况。数据显示，农食系统的 CO2 排放量

（82 亿吨）与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CH4 为 65 亿吨

CO2eq，N2O为 22亿吨CO2eq）在数量上大致相当。大约

一半的CO2排放源自土地利用变化，另一半则与农场内外

的能源消耗有关。相比之下，CH4和N2O排放主要源自农

业生产活动，如水稻种植、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这表明

农食系统排放的多样性，需要更全面的研究深入理解并减

缓其影响。

对农食系统排放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从早期针对特定部门和地区的研究，逐步发展为对全球范

围全生命周期排放的全面评估。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学

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食品系统排放问题[23,130]。早期

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的农业生产过程，这些工作为更广泛

的评估奠定了基础。例如，研究发现全球农田排放呈现不

均衡特征，水稻种植和泥炭地对排放量的影响尤为突出

[131]。同样，一项关于全球畜牧业的研究估计，1995—

2005年间，畜牧业每年的排放量为56亿～75亿吨CO2eq，

其 中 非 CO2 温 室 气 体 的 排 放 量 为 20 亿 ～36 亿 吨

CO2eq [132]。

近年来，该领域研究已扩展至对全球食品系统排放的

国家层面系统性评估[133]。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农场外

的排放，包括加工、包装、运输、零售、消费以及食品损

失和浪费。这些农场外排放目前占食品系统总排放量的

25%～35% [19,134-135]。过去 30年间，农场外排放近乎

翻倍，成为农食系统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34]。值得注

意的是，食品损失和浪费问题已引发广泛关注，2019年

相关排放量达到 12.8 亿吨 CO2eq，占农场外总排放量的

20.7%，较 1990年增长 30%。其他过程，包括食品零售、

运输和加工，合计贡献了约23.4亿吨CO2eq。其中，食品

零售的排放增长最为显著，与 1990 年相比增长了

631% [134]。

厘清农食系统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对于针对性减排策

略的设计至关重要。人口增长、食品需求增加和动物型饮

食结构转变等驱动因素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农食系统的排放

[23,130]。最近的研究[136]系统评估了农业系统排放及其

驱动因素，剖析了农业生产活动和土地利用变化在不同过

程、尺度（全球、区域和国家）和产品层面的排放。研究

表明，自 1961年以来，全球农业生产量已近三倍增长，

而农业系统的排放量仅增加了24%。排放量的相对稳定主

要归因于单位农业生产所需土地面积的大幅减少（下降约

70%）。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但目前各区域农业和土地

利用的人均年排放量仍高于0.5 t CO2eq。最新研究对包括

农场外排放在内的农食系统排放及其驱动因素开展了评

估，纳入了贸易结构和国内供应比例等因素[137]。研究

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导致国际食品贸易相关排

放上升的主要因素。关于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为减排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3.2. 农食系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

农食系统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对人类健康构

成威胁。在各类空气污染物中，NH3因其主要来源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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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备受关注[138]，来源包括畜禽养殖和农田种植。

在畜禽系统中，动物粪便会向大气中释放NH3。同样，农

田施肥也是NH3挥发的重要来源，因为肥料中的部分氮在

施用到田间后会转化为NH3并排放到大气中。这两个来源

共同构成了农食系统中NH3排放的主要部分。

为了更好地量化和管控排放，研究人员采用排放因子

法或过程模型开发了全球网格化的 NH3 排放清单

[139‒141]。近期的研究进展包括利用机器学习模型，结

合实地观测数据，生成区分作物类型且具有空间特异性的

全球NH3排放因子，从而降低了农田NH3排放估算的不确

定性[142]。相关进展为更全面地分析农食系统的空气污

染物排放奠定了基础。

在深入研究NH3等特定污染物的基础上，近期的研究

已将关注范围扩大到涵盖整个食品系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

[143‒144]。食品系统全生命周期排放在全球人为空气污

染物总排放中贡献突出，分别占NH3排放的72%、NOx排

放的 13%、SO2排放的 9%、PM2.5排放的 58%，以及非甲

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s）排放的19% [143]。

食品系统中各类污染物的来源各异。NOx排放主要源

自秸秆焚烧，运输和其他过程中的燃料燃烧为次要来源。

PM2.5排放主要来自于秸秆焚烧等过程。其他污染物，如

SO2和NMVOCs，则主要产生于农场外，尤其是在食品加

工和分销环节。如图3所示，2015年全球食品系统污染物

的总排放量分别为：4800万吨NH3、2100万吨NOx以及

2100万吨PM2.5。其中，NH3排放大部分来自农业生产活

动；而大约50%的NOx排放与农业耕作有关，其余部分则

来自农场外的活动，尤其是交通运输。超过 75%的PM2.5

排放来源于农业耕作。这些结果凸显了食品系统中空气污

染物排放来源的多样性，表明需要针对食品生命周期的不

同过程阶段制定针对性的减排策略。

全面追踪农食系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对于制定有效的

减排策略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排放具有高度的时空变异

性，使得这项任务颇具挑战性。与温室气体不同，空气污

染物在大气中会经历复杂的生成、反应和清除等过程，导

致其环境影响在不同地区和时段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时空

变异性凸显了对更高时空分辨率排放清单的需求。高分辨

率清单有助于准确反映农食系统排放的动态变化及环境影

响。多尺度排放的精细表征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提高

空气质量模型的准确性。相关研究进展可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可靠、及时且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帮助做出更有效的

图3. 全球食品系统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按环节划分）。图中展示了主要温室气体（包括CO2、CH4和N2O）与空气污染物（NH3、NOx和PM2.5）

的排放量。饼图内的数字代表2015年全球食品系统的总排放量。分销过程包括包装、运输和零售。数据来源：EDGAR-FOOD数据库[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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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以应对农食系统的空气污染问题。

3.3. 消费端排放核算

排放核算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研究的重要议

题。其中，生产端排放核算方法应用最为广泛[145‒146]。

生产端核算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者，重点关注一个地区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包括出口产品相关的排放[145‒147]。

虽然先前的研究已量化了全球食品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19‒20,136,148]，但生产端核算方法忽略了与商品最终

消费相关的排放，导致排放责任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错位

[145,149‒150]。为解决这一问题，消费端排放核算方法逐渐

受到关注。消费端核算将排放归因于最终消费者，不考虑商

品的实际生产地点，该方法考虑进口但扣除出口[151‒153]。

消费端排放核算与生产端排放核算相辅相成。消费端核算

方法量化了排放的跨境转移，为消费端减排策略的制定提

供了重要工具[137,154]。消费端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有

两种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如生命周期评估（LCA）；

以及自上而下的方法，包括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

型和实物贸易流（PTF）分析[137,155]。这些方法在系统

边界、精细程度以及时空分辨率上存在差异[137,156]。

生命周期评估（LCA）是一种用于系统分析产品、服

务、过程或政策在整个生命周期（从生产、使用到废弃）

内对环境影响的方法[157]。它详细描绘了供应链中的各

个阶段，相较于其他方法具有更高的时空分辨率，适用于

家庭消费分析[156]。LCA通常基于代表性产品的生命周

期来推算整体消费排放[158]。一些研究[157,159‒160]已

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评估特定食品的全生命周期排

放。例如，有研究利用LCA评估了牛肉的温室气体排放，

涵盖了从养殖、屠宰到消费者餐桌的整个生命周期。结果

显示，生产阶段（尤其是养殖环节）是排放的主要来源

[161]。这显示出LCA在评估食品消费环境影响方面的精

确性。然而，由于研究范围和方法学的差异，LCA结果

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往往较差[157,159]。此外，LCA

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在分析复杂的全球食品供应链时尤为

突出，这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157,162]。

相比之下，MRIO采用更宽泛的系统边界，通过分析

供应链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以货币形式表示）来量化与

食品消费相关的排放[163‒164]。该方法在捕捉跨区域贸

易关系方面表现突出，能够全面呈现全球食品供应链的温

室气体足迹[163‒164]。例如，研究表明，2004—2017年

间，全球 27%的土地利用排放与其生产区域外的农产品

消费有关[163]。尽管MRIO提供了全球视角，但由于其往

往基于较粗的行业或产品类别，因此精细化程度相对不足

[137,165]。

PTF分析是另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其侧重于追踪实

物贸易流动，可对区域间的农业贸易开展高分辨率分析

[165‒166]。利用更详细的行业和产品数据，PTF能够捕捉

食品消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166‒167]。例如，一项基

于 PTF的研究发现，2019年全球 31%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自食品供应链，其中19%通过国际贸易转移至他国[137]。

PTF对物质流动的高分辨率追踪使其成为产品层面排放分

析的重要工具[166‒167]。

这些不同的方法为全面理解全球食品系统的排放提供

了重要信息。LCA方法虽然更加精细，但研究范围相对

有限；而MRIO模型和PTF分析则提供了更宏观的区域视

角和物质流分析，对于理解全球食品系统排放动态十分

重要。

3.4. 食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影响

农食系统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温室效

应加剧了全球变暖，而空气污染物排放则是空气质量恶化

的内因。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会引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

病，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而弱势群体往往承受更严重的风

险[168‒170]。

研究表明，1855—2022年期间，农业活动和土地利

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0.55 ℃。

其中，CO2排放贡献了0.33 ℃，CH4贡献了0.16 ℃，N2O

贡献了0.06 ℃ [171]。该数据凸显了农食系统对全球变暖

的显著贡献。近期研究[131‒132]进一步分析了具体行业

过程的贡献。2010年人为因素导致的 0.81 ℃升温中，畜

牧业产生的非CO2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约为19%。此外，牧

场开垦产生的CO2排放额外贡献了 0.03 ℃，使得与畜牧

业相关的升温占当年总升温的 23% [172]。全球变暖的贡

献值通常借助气候模型进行量化。这类模型通过模拟温室

气体排放对辐射强迫的影响，进而估算出相应的增温幅

度，为评估农食系统排放的气候效应提供了关键依据。

与其他排放温室气体的部门相比，农食系统除了排放

CO2 外，还排放大量 CH4 和 N2O。与 CO2 不同，CH4 是

一种寿命较短的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积累并在相对较短

的时间内被清除。因此，CH4增温效应主要集中在排放后

的数十年内，长期影响相对较弱。为了量化温室气体的气

候效应，文献中常常采用了 100 年的全球增温潜势

（GWP100）这一指标。该方法将N2O和CH4转换为CO2eq，

为评估农食系统排放的贡献提供了一种简单且标准化的方

法。然而，GWP100忽略了温室气体不同源汇过程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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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化影响。例如，近期研究表明，使用这一指标可能

低估了CH4在过去一个世纪对气候变暖的贡献[172]。鉴

于CH4排放量每年以约1%的速度增长，依赖GWP100可能

会低估其对全球变暖的短期影响[173]。因此，政策制定

者应更加重视减少农食系统的非CO2排放。针对CH4的减

排措施在短期内可能带来更为显著的环境效益，应与长期

的CO2减排策略相辅相成。

农食系统不仅对气候变化贡献显著，同时深刻影响着

空气质量，进而给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带来连锁反应。

农业活动是NH3排放的主要来源，NH3在大气中可转化为

二次细颗粒物。1990—2013年间，氨氮对全球PM2.5浓度

的贡献率从 25%增加到了 32% [138]，其中大部分NH3源

自农业活动。这一增长引发显著健康风险（如心血管与呼

吸系统疾病，严重时会危及生命）。2018 年，全球约

22.4%的空气污染相关死亡病例可归因于食品系统排放引

发的空气污染[3]。

农食系统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已引发了广泛关注。

然而，针对全球和区域农食系统排放的评估工作仍存在

不足，尤其是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农场外排放方面[174]。

要应对这些挑战，需利用本地化数据对供应链排放进行

全环节追踪，以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175]。农业活动

产生大量非CO2温室气体，其短期增温效应显著，因此

亟须给予更多关注[171‒172]。对于空气污染物而言，需

要推进高分辨率排放清单的编制，从而支撑精准评估。

相关研究进展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减排策略。展望

未来，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将有助于提升对农食系统排放

的认知，更好支撑政策制定，从而减缓农食系统的环境

健康影响。

4. 构建可持续食品系统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空气
污染与粮食安全挑战

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给

食品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带来多重挑战。气候变化和空气污

染可能会威胁未来的粮食安全。此外，食品系统排放又将

显著影响全球气候与空气质量。为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空

气质量并保障粮食安全，采取减缓性措施降低食品系统排

放以及采取适应性措施提升食品系统韧性至关重要。本节

将系统概述食品系统的减缓与适应策略，并介绍气候智慧

与环境友好型农食系统的概念。

4.1. 食品系统的减排策略

食品系统蕴含巨大减排潜力，通过推行各类减排措

施，可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7‒28]。根据

IPCC报告，从2020年到2050年，食品系统通过供应端与

需求端的减排措施（表2 [39,176]），可实现年均150亿吨

CO2eq的减排潜力。在供应端，针对农业生产排放的措

施，如作物养分管理、水稻管理、反刍动物发酵减排以及

粪便管理，有望实现每年 17（5～32）亿吨CO2eq的减排

量。此外，通过采取土壤碳管理、生物炭应用和农林复合

系统等固碳减排策略，还可实现 95（11～253）亿吨

CO2eq的减排潜力。在需求端，通过推行饮食结构转变、

减少食品损失与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策略，每年可

额外贡献42（22～71）亿吨CO2eq的减排量。

4.1.1. 作物养分管理

尿素、硝酸铵、硫酸铵等氮肥是农田的主要氮源，需

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环境影响。有效

的减排策略聚焦于抑制土壤硝化/反硝化作用，并减少氨

态氮挥发。主要措施包括：改进施肥方法、优化施肥时间

与用量、选用替代性肥料以及配施硝化抑制剂[29]。

“正确肥料品种、正确施用比例、正确施用时间和正

确施用位置”（4R）养分管理技术[177]使养分供应与作物

需求相匹配，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并减少了排放量。这种方

法已被证实可减少20%～50%的N2O排放和30%～60%的

NH3排放，并减少农田和草地中的养分损失[178‒179]。精

准农业技术，如变量施肥、自动化施肥系统和决策支持工

具，能通过防止肥料过量施用并根据作物需求定制养分供

应，提高了养分的吸收利用率[30]。

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已成为同时提高肥料利用率、

作物产量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180]。通过利用作

物模拟模型来优化种植日期、品种和种植密度，并结合

4R养分管理技术，能为有效施肥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并显著减少养分损失[181]。

增效氮肥通常含有脲酶抑制剂、硝化抑制剂或两者的

组合，通过延缓尿素向铵态氮以及铵态氮向硝态氮的转

化，可显著减少N2O和NH3的排放[182]。与地表撒施相

比，尿素深施结合硝化抑制剂可减少 73%～100%的N2O

排放和67%～90%的NH3排放[183]。减少N2O排放的一些

措施可能导致NH3排放增加，反之亦然，这种此消彼长的

关系，表明必须综合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方能有效应对多

重挑战[183]。

根据 IPCC报告，在2020—2050年期间，改进农田施

肥实践有望每年减少1亿～7亿吨CO2eq的排放[39]。肥料

使用量较大的地区，如亚太地区和发达国家，在实现此类

减排方面具有最大潜力。提升这些地区的养分利用效率对

233



改善环境和气候效益至关重要[32]。

4.1.2. 水稻种植管理

水稻是全球半数人口的主粮作物，其种植过程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农田总排放量的48% [33,184]。有效

的减排措施包括水分管理、品种选育、土壤改良以及有机

质管理，有助于抑制CH4和N2O的排放。

间歇性灌溉是降低稻田CH4排放的重要策略[33]。采

用单次排水方式可使CH4排放减少33%，多次排水方式则

可减少多达64% [34]。最佳实施方式包括：进行多次排水

作业，保持适度的土壤干燥程度，以及在种植季CH4排放

高峰阶段进行排水，并在休耕期保持田地非淹水状态。尽

管间歇性灌溉会提高土壤氧气浓度和增强氮循环作用，导

致N2O排放量增加105%，但N2O的基线排放量相对较低，

因此在换算成CO2当量后，CH4排放的减少量通常能够抵

消N2O排放的增加量[34,185]。

培育和选育具有高植株生物量或高产量的水稻品种能

够进一步增强减排效果。生物量高的品种根系更为发达，

可通过刺激甲烷氧化菌的活性来促进CH4氧化[186‒187]，

在有机碳含量高的土壤中能减少约24%的CH4排放[187]。

高产品种将更多的光合产物分配到籽粒生产中，从而限制

产甲烷作用的底物供应，降低CH4排放，这在持续淹水系

统中效果较为明显[188‒189]。

对酸性稻田土壤（pH < 5.5）进行施石灰改良，既能

提高产量，又能通过减少产甲烷菌可利用的底物以及促进

根系生长，使CH4排放降低约 20% [35,190]。此外，通过

提高土壤微生物群落中还原酶的活性和细菌的优势地位，

可以减少N2O的排放[190]。改善土壤的理化和生物特性

能够进一步强化这些减排效果[191]。移除稻田中的秸秆、

残茬和粪肥等有机质，可有效减少产甲烷作用的底物供应

[192]。此外，免耕、旱种[193]以及矿质氮管理[194]等其

他措施也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实践证明，将品种选择、水分管理和有机质移除等农

艺措施相结合，能够有效减少稻田温室气体排放。例如，

适应性水稻品种、间歇性灌溉技术以及秸秆移除措施分别

可使CH4排放降低约24%、44%和46% [33]。为在保持产

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减排潜力，采取综合措施至关

重要。

4.1.3. 肠道发酵减排

肠道发酵是CH4排放的重要来源，其发生在反刍动物

瘤胃中膳食碳水化合物的微生物分解过程。减排策略包括

控制牲畜数量、优化饲养策略以及使用饲料添加剂等。根

据 IPCC报告，全球减少肠道发酵CH4排放的技术潜力估

计为每年8（2～12）亿吨CO2eq [39]。

控制反刍动物（如牛、羊和山羊）的数量可以降低

CH4排放[195‒196]。相应地，集约化动物生产系统，如集

中式动物饲养场（CAFOs）[197]，有助于控制种群规模、

开展选育计划、实现精准饲喂并提高饲养效率[198]。通

过降低动物维持功能需要的营养占比，可以提高饲料的利

用率[199]。

调整牲畜的饮食结构并规范饲喂方式，可以减少肠道

CH4排放。增加精饲料比例可使CH4排放减少约40%；用

淀粉类精饲料替代纤维类精饲料可减少约22%；利用可生

表2　2020—2050年农食系统中不同减排措施的年均减排潜力。数值表示潜力均值及区间范围

Option

Agriculture—reducing CH4 and N2O emissions

    Crop nutrient management

    Rice management

    Enteric fermentation mitigation

    Manure management

Agriculture—carbon sequestration

    Soil carbon management in croplands

    Soil carbon management in grasslands

    Biochar application

    Agroforestry

Demand-side measures (shift to sustainable diets, reduce food waste, etc.)

Mitigation potential (GtCO2eq·a−1)

Economic

0.6 (0.3‒1.3)

0.2 (0.1‒0.6)

0.2 (0.1‒0.3)

0.2 (0.1‒0.3)

0.1 (0.1‒0.1)

3.4 (1.4‒5.5)

0.6 (0.4‒0.9)

0.9 (0.3‒1.6)

1.1 (0.3‒1.8)

0.8 (0.4‒1.1)

2.2 (1.1‒3.6)

Technical

1.7 (0.5‒3.2)

0.3 (0.1‒0.7)

0.3 (0.1‒0.8)

0.8 (0.2‒1.2)

0.3 (0.1‒0.5)

9.5 (1.1‒25.3)

1.9 (0.4‒6.8)

1.0 (0.2‒2.6)

2.6 (0.2‒6.6)

4.1 (0.3‒9.4)

4.2 (2.2‒7.1)

Annual mitigation potential, based on data from the IPCC [36] and Roe et al. [182], predominantly uses GWP100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values (CH4 = 28, 
N2O = 265), although some use GWP100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values (CH4 = 25, N2O = 298). Economic mitigation potential refers to the potential 
constrained by carbon price up to 100 dollar per ton CO2 equivalent (USD·tCO2eq−1), and technical mitigation potential is the biophysical potential or amount 
possible with current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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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降解的淀粉可减少约 7%；提高饲料消化率可减少约

15% [200]。减排潜力因牲畜物种不同而存在差异。然而，

饮食结构的转变可能会改变与饲料生产相关的排放；因

此，应关注生计需求与减排策略之间的协同和权衡效

应[201]。

海藻、植物提取物、脂质以及3-硝基氧基丙醇等饲料

添加剂，可通过抑制瘤胃中产甲烷微生物及其酶的活性，

从生物学角度控制反刍动物的CH4排放[202]。在《全球

甲烷承诺》支持下，催生了一系列抑制CH4排放的新方

法，包括抗产甲烷菌技术[203]、幼畜早期干预措施[204]、

消除原虫[205]以及使用CH4氧化装置[206]等。

集中化养殖场采用谷物饲喂虽可提升效率，但其圈养

环境与单一饲料结构易引发牲畜健康问题，进而影响肉质

安全及营养品质[207]。尽管草饲动物的养殖周期更长，

CH4排放量也更高，但它们能提供更优的营养益处，例

如，维生素A和E含量增加，脂肪含量降低[208]。因此，

政策制定者应在减排目标与动物健康、食品质量和消费者

偏好之间寻求平衡。肠道发酵减排策略，包括调整饮食结

构和使用添加剂，在减少CH4排放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然

而，要推动这些措施切实见效，必须协同更广泛的农业政

策，以统筹协调潜在矛盾，方能保障畜牧业的可持续

转型。

4.1.4. 畜禽粪便管理

有效管理畜禽粪便对于最大限度减少畜牧业排放、降

低其环境影响至关重要。关键策略包括优化粪便的储存和

处理方式、改进畜舍设计以及采用先进的处理技术，以抑

制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CH4的产生。

减少粪便温室气体排放，关键在于调控排泄物、水

分、温度及土壤酸碱度（pH），以阻断相关微生物的产气

过程。均衡的牲畜饲料配方可以防止牲畜排出过多的易分

解氮排泄物[209]，从而减少NH3排放、降低氮污染。在

集约化畜牧业系统推广覆盖式粪便储存方式，如采用压实

并覆盖的固体粪便储存方式可使NH3排放减少61%，而采

用人工薄膜覆盖的粪浆储存方式则可使NH3排放减少98%

[40]。然而，粪浆池等一些储存系统，在减少N2O排放的

同时，可能会无意中增加CH4和NH3的排放[210]。

改进畜舍设计，如优化通风系统、采用防渗漏地面材

料、安装带有缝隙或倾斜地板以实现高效排水、配备液固

粪便分离系统等，可进一步减少畜禽舍内的温室气体和

NH3排放[40]。其他替代措施包括调整动物活动空间布局、

使用硝化抑制剂以及设置动物隔离垫等[211]。厌氧消化

技术是处理畜禽粪便的有效方案。常见的厌氧消化器类型

包括覆盖式沼气池、推流式消化器和全混合式消化器，其

在粪便分解过程中能有效减少排放[41]。

在适宜天气条件下采取每日撒施等措施可显著降低

CH4排放。此外，改进堆肥方式，如确保适当通风、控制

水分含量以及添加生物炭或其他改良剂，可使NH3排放减

少30%～70%。而且，在堆肥过程中调节酸碱度，还能进

一步减少30%～50%的排放[212‒214]。

在粪便管理实践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改进粪便管

理措施在减少排放和降低养分流失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215]。实施综合策略，将优化储存方式、采用先进技术

以及推行适应性管理实践相结合，可有效应对与粪便排放

相关的环境和公共卫生挑战。

4.1.5. 土壤碳管理

增加土壤碳含量和提升土壤健康状况，能够有效减缓

并封存农业排放，同时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216]。

作物与植被管理是提升土壤碳含量的关键[217]，因此，

亟须改良作物品种多样性、推广多年生作物种植以稳定固

碳，并采用轮作、间作及合理放牧等可持续农作方式

[218]。华北平原一项为期六年的田间试验表明[219]，在

农田系统中，相比传统谷物单一种植，引入经济作物与豆

类作物多样化种植，可显著提升综合效益：等效产量增幅

高达38%，N2O排放减少39%。对于草地而言，关键策略

包括改良草种、优化草地管理以及引入深根型牧草[220]。

提升土壤健康和碳封存能力涉及施用有机肥料、保持最佳

土壤湿度以及促进生物固氮作用。实施有效的火灾防控措

施，可避免极端野火引发的碳损失[221‒223]，进而抑制

气候与火灾之间的恶性反馈循环。

4.1.6. 生物炭应用

近年来生物炭在农食系统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因其

既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能实现碳移除（CDR），展现

出显著的减排潜力[224]。生物炭在农业中作为土壤改良

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能够促进谷物、豆类、根茎作物

和蔬菜的生长，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作物特

性以及环境条件[225]。将有机残留物和废弃物用于生产

生物炭、种植单年生和多年生生物质作物，以及实施多功

能农林复合经营，都是提升减排潜力的有效策略[226]。

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炭应用每年能够减排 34亿～63亿

吨 CO2eq 的温室气体，其中约一半的减排量源自碳移

除[227]。

生物炭在调节土壤碳排放方面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

其中，负激发效应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碳的吸收和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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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通过高温（温度范围为 350～900 ℃）慢速热解可

将生物质转化为更难降解的生物炭。生物炭的负激发效应

抑制了土壤碳的矿化作用，同时使新输入的植物残体在土

壤中的留存时间延长[228‒229]。由于存在负激发效应且

具有更高的持久性，与未经处理的生物质相比，热解后的

生物质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生物炭的净温室气体

减排效果（减排幅度达 48%～54%）[227‒228]。生物炭、

黏土矿物以及土壤中的有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能带来额

外的碳移除效益[230]。高温制备的生物炭、高木质素含

量、低灰分含量、高有机碳含量、低pH值，为生物炭负

激发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231]。

生物炭通过吸附游离的碳氮化合物，还能够减少

CH4、N2O以及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具体而言，生物炭可

使土壤CH4排放量平均减少 7%。其中，在以木材为原料

的生物炭、高热解温度、中性土壤（pH值为6.6～7.3）以

及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等条件下，其减排效果尤为显著

[232]。在减少N2O排放方面，施用生物炭可使土壤N2O

排放平均减少 38% [233]，且在 14 天内就能实现 52%～

84%的快速减排[234]。荟萃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在

水稻田和沙质土壤中的效果尤为突出。增强N2O减排效果

的关键因素包括：高温（热解温度高于 400 ℃）生物炭、

以木材为原料的生物炭、高碳氮比以及有机质含量较低的

土壤[233]。

施用生物炭的间接效益包括改善土壤特性（如pH值、

酸度以及微生物群落）、提高生产力、提升氮素利用效率、

增强水分利用和保持能力、降低土壤结皮和土壤侵蚀的风

险、减少土壤污染物的迁移性和毒性，以及抑制由病原体

引起的土传病害。生物炭可作为养分来源促进植物生长，

使作物生长量增加 8% [235]；同时，它还能增加生物量，

可进一步转化为生物炭或其他持久性碳产品。田间试验和

温室实验表明，生物炭可使作物平均产量提高9%～16%，

在施肥的田间试验中产量可提高 15% [236‒237]，这一效

果与施用肥料的增产效果相当[227]。研究[238]表明，增

加生物质原料的供应，同时权衡农食系统和传统燃料使用

的生物质分配，可显著提高生物炭应用的潜力。

4.1.7. 需求端减排措施

除了在生产端采取减排措施外，将需求转向更可持续

的饮食模式，例如，增加植物性食品的摄入，减少动物性

产品（尤其是来自反刍动物的）的摄入，可以缓解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压力[239]。与此同时，将节约

出来的土地进行植树造林，可以固定碳，这被称为土地节

约效应。因此，各国制定了关于推荐能量摄入量以及红

肉、糖、水果和蔬菜消费的饮食指南。广泛遵循这些指

南，到 2050年有望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29%，并将

其他环境影响降低 5%～9% [240]。在区域层面，这些指

南有助于减少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阿根廷减少

28% [241]，新西兰减少 4%～42% [242]，葡萄牙减少

25%），同时还能产生节水、提升土地生产力和改善公共

健康等方面的协同效益[243]。个人饮食结构的转变同样

值得关注。相比女性，男性往往摄入更多的肉类、具有更

大的减排潜力[244]。与饮食结构改变相关的温室气体减

排潜力因饮食类型而异：纯素饮食的人均减排量为 0.4～

2.1 t CO2eq，素食饮食为 0.01～1.5 t，而地中海及类似饮

食则为0.1～2.0 t [245]。然而，低排放饮食结构的转变受

到收入、文化准则以及相关经济成本的制约。因此，亟须

制定适宜政策，提供经济与非经济激励，并加强公众引

导，以促进消费模式转变，实现潜在的协同效益。研究建

议采用“紧缩与趋同”模式，该模式侧重于减少过度消费

人群的食品消费量，同时增加营养需求未得到满足人群的

食品消费量，以防止食品损失与浪费，并使整体食品摄入

量趋于均衡，从而实现人均0.3 t CO2eq的减排[245‒246]。

4.1.8. 食品供应链与贸易管理

食品供应链中约28.2%的初级食品原料及所含营养最

终会损失或浪费，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

8%～10%，这凸显了在需求端推进减排的重要性[247]。

因此，需要在包装、运输和储存等各个环节贯彻“3R”

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248‒249]。事实上，

在消费、收获后处理与储存以及生产环节，减少环境足迹

（包括温室气体、氮、土地、水和磷）的潜力很大[250]。

本地食品消费、提高加工和运输效率、采用电气化配送系

统以及更清洁的储存技术，将有助于减少食品损失与浪

费，并降低环境足迹[175,251]。

全球食品贸易及消费端相关的排放主要来自动物源食

品——尤其是反刍动物肉类和乳制品。因此，亟须推动贸

易模式可持续转型，并引导健康化饮食，增加低排放肉类

及植物性食品的比重[25,252]。从排放强度较低地区进口

食品，或在消费端选择此类产品，有助于降低整体排放

[163]，但该策略的实施受制于复杂的政治关系与贸易政

策[253‒254]。推进贸易自由化、提供生产补贴、实施环

境税费以及推广生态标签等措施，可有效推动低碳食品贸

易，并防范潜在的排放转移风险[249,255]。因此，相关环

保倡议（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应扩展至农业和食品

相关领域[13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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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食品系统的适应策略

采取适应策略以增强食品系统韧性，对于应对全球变

暖、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事件等气候挑战至关重要。本

节将针对作物生产和畜牧养殖分别探讨相应的适应策略。

4.2.1. 作物生产

为减缓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农田系统可

优化管理实践并采取适应措施，包括培育气候适应性作物

品种、调整耕作方式及提升资源利用率等。

更替作物品种与培育抗逆品种能有效稳定作物产量

（尤其是主粮与蔬菜产量）[256]。但这些品种在商业上的

推广应用仍较为有限[257]。生物技术与基因组测序技术

进步有助于培育适应极端温湿条件、抗病虫害的优良作物

品种[258]。研究发现，适应性管理实践（如优化播种时

间和推广适宜作物品种）可提升作物产量约 12% [259]。

区域种植结构优化可有效提高产量。全球变暖提升了高纬

度地区农业适宜性，同时延长了中低纬度地区生长季

[260]。中国近期的优良作物品种推广有效维持了作物产

量并实现增长，推动了农业可持续转型[261]。

根据作物需求与当地环境制定精准肥料策略，能有效

提升粮食产量。混种、间作、轮作等多样化农作模式，可

以增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同时改善土壤健康状况

[261‒263]。通过优化种植结构、肥料施用格局等策略，

能有效减少所需耕地面积，为自然植被恢复和碳封存创造

空间[264]。

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对于作物生长至关重要。雨水收集

储存、亏缺灌溉、高效灌溉、滴灌、水培等适应性措施，

在极端干旱条件下效果显著[265]，既能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也能保障缺水地区作物产量的稳定性。鉴于气候变

化导致病虫害频发，构建作物-环境综合管理系统尤为重

要。通过加强病虫害监测与控制，保障多变环境下作物生

产的可持续性。

4.2.2. 畜牧养殖

全球变暖对地表植物生物量产生区域性影响：部分地

区因气温升高、湿度增加及温带草原扩张，可能提升饲草

产量并增强畜牧业总体生产力[266]。但高温与水资源短

缺可能抵消这种潜在影响，因此需采取全面的适应性策

略[267]。

适应性策略包含技术、生态与行为三类措施。技术层

面，选用气候适应性强的牲畜品种[268]，开展杂交育种，

优化通风与畜舍设计，可增强牲畜抵御极端天气的适应能

力[269]。生态方面，林牧系统将牲畜放牧、树木培植与

牧草培育有机结合，既能固碳减排、缓解局地升温，还能

为弱势群体创造可持续生计的环境[269]。行为措施包括

按季节调整畜群放牧及饮水地点，采用气候适应性饲料喂

养，储备应急物资，并强化疾病预防工作等[269]。同时，

通过宣传教育增强牧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帮助其提升决

策与长期规划能力[270]。此外，政策干预同样关键：支

持疾病防控、推广可持续放牧模式、保障气候适应性畜产

品市场准入，是构建畜牧业适应能力的重要举措。

4.3. 气候智慧型与环境友好型农食系统

为平衡农食系统的权衡取舍并最大化效益，气候智慧

型农业作为整合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及农林的复合经营

体系被提出，旨在保障粮食安全、减缓气候变化并增强气

候适应能力。这一综合体系不仅包括生产技术与治理措

施，还涵盖支持性政策与制度[271]。通过体系的有机整

合，气候智慧型农业的生产力、适应能力和缓冲能力得以

提升，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尤其是零饥

饿（SDG 2）、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3）及气候行动

（SDG 13）等目标[272‒273]。

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关键措施涵盖诸多方面：协同养

分、水分与病虫害管理；强化牧场及林业管理，推进退化

土地修复；提升土壤质量，调节碳、氧及养分循环，提升

抗旱涝能力，促进固碳减排，增强生产力及气候适应与减

缓能力；重视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监测、施

肥、灌溉及管理中的应用，帮助提升农食系统的气候适应

与减缓潜力[274‒275]。

该模式已在全球多地开始实践，推动当地农业升级转

型并促进生产力提升。典型案例包括南亚与东南亚的气候

智慧型村庄[276]、欧洲的气候智慧型林业[277‒278]以及

非洲国家的气候智慧型项目[279]。例如，非洲国家通过

保护性耕作、生态农业等实践，在减排的同时改善了土壤

健康，保护了生物多样性[276,279]。巴基斯坦与肯尼亚借

助太阳能灌溉和精准农业技术，增强了作物对干旱及其他

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279]。

在中低收入国家，气候变化加剧了粮食危机和营养不

良。这类国家的食品供应与经济发展往往高度依赖农业生

产。然而一些减排措施（如调整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可能

会在无意间冲击农业生产，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导致减

缓策略与粮食保障之间的权衡矛盾。气候智慧型农业为兼

顾环境影响最小化与生产力提升提供了可行路径。鉴于中

低收入国家获取资金与技术的能力相对有限，需通过加大

投资、出台支持性政策及推进技术转让，指导其在保障粮

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生产活动以及开展气候应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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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80]。

5. 结论

本文对食品系统与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相互作用方面

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阐明了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食

品系统的多样化影响，并揭示了食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

和空气污染的突出贡献，尤其聚焦于食品系统产生的温室

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农食系统在应

对气候环境变化方面的减缓和适应措施（详见第 4节与

图 4），勾勒出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背景下构建可持续

食品系统的关键路径。

本文通过全面总结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与食品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为食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

实践参考。作为气候环境问题的驱动者与承受者，食品系

统在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中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探讨如

何减轻这些影响并适应其变化，对于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所提供的见解为政策

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增强食品系

统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并与实现碳中和及环境保护的宏

伟目标相契合。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食品系统与气候

变化、空气污染之间的广泛相互作用，但我们建议未来仍

需重点关注以下研究方向：

（1）加强多种方法比较研究，深入探究极端事件的作

用机制及其复合效应，以便更准确、全面地评估气候变化

和空气污染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2）拓展研究视角至作物营养成分、病虫害损失、贸

易中断等方面，这些因素同样对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3）对食品系统在整个供应链各阶段的排放进行全面

追踪，并融合本地化的高分辨率数据，以提高估算的准确

性并降低不确定性；

（4）关注农业非CO2温室气体排放，其往往具有显著

的短期增温效应；同时应构建高时空分辨率空气污染物排

放清单，以优化空气质量模拟；

（5）深化对减缓潜力与适应能力的综合分析，结合环

境效应与成本效益评估，促进跨学科领域交叉，以便全面

了解各项措施在不同地区和情境下的影响及相互作用；

（6）构建系统化的干预措施框架，推动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深度融合，从而最大化协同效应、最小化权衡与

冲突。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带来的复杂挑战，需要

全球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

构建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的食品系统。实现这一目标的

关键在于制定全面的政策，将气候减缓和适应策略贯穿

于整个食品供应链。然而，中低收入国家面对的饥饿和

粮食短缺问题给农食系统减排策略的实施带来了重大挑

战。在这些粮食安全本已脆弱的地区，需要谨慎平衡减

少排放与确保粮食供应之间的关系。仅靠各国的努力可

能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挑战，因此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尤其是对于技术、资金与制度能力可能有限的中低收入

国家而言。全球合作对于推广标准化的可持续性指标、

分享最佳实践以及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至关重要，这将

使中低收入国家能够采用气候智慧型农业实践。这种合

作不仅将加速全球向气候韧性农业的转型，还将提高减

图4. 迈向气候智慧型农业的代表性减缓和适应策略。减缓策略（黄色方框）聚焦农食系统减排，涵盖作物养分管理、水稻种植优化、动物肠道发酵

调控、粪便管理、土壤碳封存、生物炭应用，以及需求与供应链干预等措施。农牧业的适应策略（绿色方框）旨在缓解气候变化冲击并增强食品系统

韧性。而减缓与适应策略的整合（蓝色方框），有助于推动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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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策略的有效性，并有助于实现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最后，将农业政策与更广泛的环境目标

（如碳中和与清洁空气）相结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既

能确保粮食安全，又能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并改善环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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